
 

电商平台对卖方用户企业的治理机制研究
——以品牌依恋理论为视角

陈  莹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 认识到电商平台交易越来越重要和更加普及，文章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有效的

电商平台治理机制，研究控制、公平和定制化这三种平台治理机制对卖方用户忠诚的有效性。依据品牌

依恋理论，研究三种治理机制起作用的内在机理，并探究平台品牌转换成本对三种治理机制的调节作

用。通过调查177个在主要电商平台上交易的卖方用户企业，研究结果显示，控制、公平和定制化三种平

台治理机制会分别通过提高卖方用户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来提高其对平台的忠诚度。

而平台品牌转换成本只对公平和定制化的治理效果起调节作用，即当平台品牌转换成本低时，公平和

定制化会更加有效地提高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进而提高卖方用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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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越来越多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市场来进行交易活动（Garicano

和Kaplan，2001；Grewal等 ，2001） 。 这 是 一 种 新 型 的 经 济 模 式 ， 包 含 造 市 商 、 买 方 和 卖 方 三

方（Grewal等，2010）。造市商一般是指电子商务平台，用来促进买方和卖方在电子商务平台上

进行交易。大部分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促进买方和卖方交易来获得经济收益，例如阿里巴巴等

（Silverthorne，2006；Zeng和Glaister，2016）。对于任何一个电商平台来说，最关键的营销策略是不

断吸引新的买方和卖方的加入，然后在平台上进行交易，同时，留住这些买方和卖方，让这些

买方和卖方继续在平台上交易，成为忠诚用户（Zhu和Iansiti，2012）。只有这样，电子商务平台才

能进入“强者愈强”的良性循环（李小玲等，2014）。

那么，在这种新型平台商业模式中，如何对电商平台用户进行管理成为电商平台治理的主

要挑战之一（Chakravarty等，2014）。特别地，平台首先要吸引和留住好的卖家，才能吸引更多的

买家，而提高卖方用户忠诚度是平台治理的第一步，所以本研究将先探究电商平台对卖方用户

有 效 的 治 理 机 制 。 电 商 平 台 在 现 实 经 济 环 境 中 迅 猛 发 展 ， 但 相 关 的 营 销 理 论 研 究 却 刚 刚 开

始（Chakravarty等，2014；Grewal等，2010）。例如，Grewal等（2010）研究了三种有效的平台治理机

制，他认为通过实施监控、社区建设和自我参与三种治理机制能够促进平台绩效。Chakrav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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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4） 研 究 了 平 台 企 业 的 用 户 导 向 策 略 对 平 台 绩 效 的 影 响 。 国 内 学 者 吴 德 胜 和 任 星 耀

（2013）检验了淘宝网上信任保障和购物搜索两类交易机制的有效性。但是，现有研究却没有探

究促进平台企业和卖方用户保持良好关系的治理机制。而本研究认为，平台企业与卖方用户紧

密而牢固的关系是促进电商平台形成健康的生态环境，进而提高绩效的关键，因此，本文将研

究能够促进卖方用户对平台企业高度忠诚的治理机制。

传统的渠道治理机制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Brown等，2000；Ghosh和John，

2005；Lorenzoni和Lipparini，1999；Wuyts和Geyskens，2005）。而电商平台与卖方用户的关系与传

统的B2B渠道关系略有不同。在传统的B2B渠道关系中，厂商从上游供应商处购买原材料，将原

材料加工生产成最终的产品，然后把最终产品卖给下游的分销商。厂商是中间商，上游供应商

和下游分销商并不直接接触。厂商分别和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间保持独立的双边关系。而

在电商平台市场中，平台要同时面对多个卖方和买方用户。平台只是起到促进买方和卖方交易

的作用，与买方和卖方形成了一个三边的交易系统（Hagiu和Wright，2015）。因此，平台企业与传

统渠道商存在着显著差异，以传统渠道商为对象的渠道治理机制不能完全适用于具有典型的

生态系统特征的服务于双边市场的平台企业。但是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相关探索奠定了基础。因

此，本文将在传统渠道治理机制研究的理论成果上，进一步探索适合于电商平台特殊环境的、

能够提高卖方用户忠诚度的治理机制。

健全的治理机制能够帮助平台企业获得和留住卖方用户（Chakravarty等，2014）。Tsai（2011）

提出，所谓用户管理就是提高用户体验。平台企业通过提高用户满意度，可以吸引用户更多的

参与。但是有的研究者表示，用户满意不足以使其保持对平台的忠诚（Shi等，2011）。事实上，关

系营销研究者认为用户和平台间强有力的品牌关系才是用户对平台保持忠诚的主要原因（Morgan

和Hunt，1994；Price和Arnould，1999；Sheth和Parvatiyar，1995）。根据过往研究可知，品牌依恋理论

系统而完整地阐释了建立强有力品牌关系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运用品牌依恋理论来解释

能导致用户忠诚的平台治理机制。

根据品牌依恋理论，品牌依恋会导致用户的高度忠诚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全面地研

究导致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品牌依恋的影响因素。根据品牌依恋的理论框架（Park等，2008；

Park等，2010），本研究认为平台有三项治理措施能够促使卖方用户产生较大的平台品牌依恋，

进而导致较高的平台忠诚度。第一，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卖方用户的行为来帮助卖方用户实

现自我（Bergen等，1992）。例如，亚马逊公司通过设定卖方用户需要达到的服务标准，使卖方用

户提高了服务水平，并最终提高了其在平台上的销售量和绩效满意水平（Jiang等，2011）。第二，

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实施公平策略，来使卖方用户达到满足自我的效果。公平策略促使卖方用户

公平交易，进而使其达到较高的关系满意水平（Brown等，2006；Kumar等，1995）。第三，平台企

业可以为卖方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来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需求。平台定制化能够促使卖方

用户与平台相认同，从而丰富自我。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控制、公平和定制化三个有效的治

理机制。这三项治理措施，通过帮助平台卖方用户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表现为

较强的平台品牌依恋水平，促使卖方用户形成较强的平台忠诚度。

另外，关系营销理论也提到了品牌转换成本对顾客保留的重要性（Fornell，1992）。强烈的品

牌依恋会导致真正的忠诚，而高度的品牌转换成本只会导致虚假的忠诚。因此，本研究将探究

品牌转换成本对三种平台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三种治理机制是否会导致品牌依恋

的三个维度强度的增加会受品牌转换成本的影响。具体而言，高水平的品牌转换成本会降低这

三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换言之，当品牌转换成本较高时，平台治理机制会失效，卖方用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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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较高的转换成本留在平台上，而不会对平台产生较高的品牌依恋（Fornell，1992）。除此

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特征。也就是说，大量优质的卖方会吸引买方

到平台来消费，而大量的买方又会吸引更多卖方入驻平台。因此，卖方忠诚度是受到平台跨边

网络效应的影响的。但是本研究只是考虑平台对卖方用户的治理机制，不涉及买方用户的治理

机制及反应，因此不涉及平台的网络效应。

总之，基于前人的理论，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适合平台、有利于提高平台卖方用户忠

诚度的治理机制，以及影响平台治理机制的调节因素。具体而言，首先，根据品牌依恋理论，提

出控制、公平和定制化三项治理机制，解释这三项治理机制如何通过提高卖方用户的绩效满

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的连接，来提高平台卖方用户留在平台的意愿。品牌依恋理论能够解

释企业如何与用户建立强有力的品牌关系，因此，品牌依恋框架的三维度能够很好地解释能够

促进卖方用户忠诚的平台的治理机制。其次，本文还研究了是否平台品牌转换成本会促进或者

抑制这三项治理措施对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的连接的影响，进而影响这

三项治理措施的治理效果。品牌转换成本和品牌依恋都能够导致卖方用户忠诚，但是作用机理

不同。因此本文将研究平台品牌转换成本对以建立品牌依恋为目标的平台治理机制的调节作

用。本文认为研究结果将拓宽渠道治理的相关研究，对电商平台管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弥补

了电商平台用户管理方面理论的欠缺，并对现实中电商平台企业恰当地实施治理机制、增进卖

方用户的忠诚度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  理论和研究假设

（一）品牌依恋理论

品牌依恋理论（Brand Attachment Theory）最早源于由Bowlby（1979）提出的人际依恋理论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 Theory）。Bowlby（1980）对依恋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人类与生俱来会与

某些重要对象建立依恋关系，这种依恋会逐渐演化成紧密结合的关系。然而，营销学者们认为

依恋不仅仅只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Belk，1988；Kleine Ⅲ等，1993；Mehta和Belk，1991；Schultz

等，1989），用户也会对品牌或者品牌所代表公司产生依恋（Fournier，1998；Keller，2003；Schouten

和McAlexander，1995）。特别是过去10年间，营销学者们对用户对品牌的依恋现象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Chaplin和Roedder John，2005；Fedorikhin等，2008；Park和MacInnis，2006；Park等，2008；

Schouten和McAlexander，1995；Thomson，2006）。他们对品牌依恋的定义是，用户和品牌粘合的

强度，并认为品牌依恋会导致对企业有利的行为，例如表现为顾客终生价值（Thomson等，2005）。

尽管现有研究中品牌依恋理论大多是应用在B2C市场，它描述了消费者和品牌的关系强度

与质量（Park等，2010），本文认为有关该理论的应用可以拓展到平台市场中平台企业和卖方用

户的关系建立中。原因如下：由于平台卖方企业属于平台企业的用户，类似地，他们也会与平

台品牌建立起紧密粘合的关系。因此本文在平台市场背景下，运用品牌依恋理论来解释平台企

业如何通过各种治理措施来加强与卖方用户的关系。

品牌依恋是品牌与自我连接的产物（Park等，2008，2010）。Park等（2010）指出这种连接由与

品牌相关的想法、感觉以及品牌关系构成的丰富而可获得的记忆网络所反映。Park等（2010）进

一步提出品牌依恋可以由两个因素来进行衡量，即品牌—自我连接和品牌显著性。研究表明企

业用户也可以发展出强烈的品牌依恋，因为品牌可以作为他们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而存在，并且

品 牌 有 一 定 的 功 能 性 的 价 值 （ 如 实 现 个 体 娱 乐 或 者 工 作 相 关 的 目 标 ） 。Parish和Holloway

（2010）、 Park等（2008）进一步认为品牌依恋可以由品牌实现个体功能、情绪和象征性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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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行衡量。换言之，当品牌能够帮助用户实现自我、满足自我以及丰富自我时，用户可以

发展出较强的品牌依恋。本文也将用这三个维度来衡量品牌依恋强度，解释平台治理措施的内

在机理。

根据品牌依恋理论，本文用三个具体变量来衡量品牌依恋理论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具体如

下：第一，由于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帮助卖方用户提高自我效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来帮助卖方

用户企业实现自我，因此，可以用绩效满意来衡量卖方用户自我实现的程度。具体而言，绩效

满意表达了卖方用户对在平台上的效率和效能的满意程度。第二，当平台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愉

悦和令人享受的体验时，卖方用户企业会满足自我。因此，本文使用关系满意来衡量平台提供

这种情感连接的能力。第三，当使卖方用户认同于平台时，平台企业帮助卖方用户丰富了自

我。因此，本文用卖方用户的自我概念连接这个变量来衡量平台丰富用户自我的程度，具体表

现为对平台品牌概念和形象的认同。总而言之，通过提高平台用户的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

我概念连接，即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用户企业能够形成对平台的强烈依

恋，最终与平台建立起长期而稳定的关系（Park等，2008）。本文认为，三种平台治理措施——控

制、公平和定制化，能够通过促使平台卖方用户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最终使卖方

用户愿意与平台保持长期紧密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确立如图1所示的基于品牌依恋理论的

概念模型。

（二）控制和绩效满意

现有文献认为控制是促进交易各方间建立成功合作关系的关键之一。控制治理措施被认

为是在企业间关系中用来规范合作方行为的一种结构安排（Fryxell等，2002；钱丽萍等，2015）。

在电商平台市场中，电商平台的治理措施表现为明确的合同，在合同中详尽地描述了卖方用户

的角色和职责以及某些既定的目标，这些都使得双方更易达成合作关系（Argyres和Mayer，

2007；Leifer和Mills，1996；Lusch和Brown，1996）。在电商平台市场上，很多平台企业都使用了控

制治理措施来提高绩效水平。例如，著名的以半导体交易为主的电商平台公司Virtual Chip

Exchange会对所有的交易和物流情况进行监控，以保证订单的执行和交易的质量。另外，通过

只引入有资格的原始设备商、特许经营商和芯片厂家，确保了平台所卖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本文认为控制治理措施能够帮助提高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具体原因如下：

在电商平台市场，平台企业的控制策略包含对平台卖家用户行为和活动进行指导、培训、

评估和奖赏等一系列管理措施。特别地，卖家用户被要求从事的一些行为和活动，是有利于帮

关系满意
（满足自我）

自我概念连接
（丰富自我）

控制

定制化

公平

绩效满意
（实现自我）

平台品牌转换成本

平台品牌忠诚度

平台治理机制 品牌依恋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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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达到预期绩效的。由于平台企业会根据这些行为和活动进行评估和奖惩，卖家用户会努力

达到这些标准（Ahearne等，2010；Kohli等，1998），进而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Brown和Peterson，

1994），例如在平台完成更高的交易量。另外，平台企业的控制策略也意味着平台企业要求卖家

用户达到一定的质量和能力的标准，例如需要提供一定的资质和证书。在这样的质量控制下，

平台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有资格的卖家用户入驻。这些卖方用户有更多的能力和资源达到较高

的绩效水平。也就是说，卖家用户更容易达到绩效满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平台企业的控制水平会对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三）公平和关系满意

根据关系营销理论（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ory），在供应链中，公平是构建上下游买方、卖

方紧密关系的关键因素（Brown等，2006；Kumar等，1995）。在电商平台市场中，当平台卖方用户

观察到平台在执行各项政策（如奖惩策略）时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关系满意更易达成。

根据关系营销理论和关系交换理论（relational exchange theory）（Heide和John，1992；Macneil，

1980），平台中一个具有共同准则和信仰的系统能够帮助用户公司建立起更紧密而稳定的关

系。通过在奖惩过程中实施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平台公司强化了平台的各项政策和标准，平

台卖方用户更易遵守各项政策条款，最终导致平台卖方用户较高的关系满意水平。例如，当平

台中有卖方用户发生违规行为时，平台企业会一视同仁地进行约束和相应的惩罚，而不考虑用

户的规模或对平台的贡献，以在用户间建立公平的印象。这样的公平策略会赢得广大卖方用户

的信任和关系满意（Kumar等，1995）。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平台企业的公平水平会对卖方用户的关系满意产生正向影响。

（四）定制化和自我概念连接

营销者们早就意识到目标市场战略和定制化的重要性，实施定制化往往会导致用户忠诚

和锁定（Ansari和Mela，2003；Franke等，2010）。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使得定制化变得更易实现，特

别 是 对 于 电 商 平 台 这 种 依 托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商 业 系 统 。 平 台 企 业 很 容 易 通 过 网 站 信 息 记 录

程序（website cookies）来获取用户偏好的数据，并能够据此低成本地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高度相

关的内容。同时，平台企业也能够让卖方用户定制化自己的内容，卖方用户不仅是平台的参与

者，也是平台内容的创造者（秦芬和李扬，2018）。在电商平台市场，平台企业通过提供设计工具

箱来帮助卖方用户定制化地设计自己的网页（Franke等，2010）。这些设计工具箱非常方便使

用，大大降低了设计一个网站所需要的技能。因此，卖方用户网页的定制化设计成为平台常见

的一种营销策略。

根据禀赋效应理论（endowment effect theory），自己设计自己的网页能够在心理上产生对网

站的所有权（Pierce等，2003）。这是因为，当个体创造某个事物时，他将自己投入到这个对象

中（Pierce等，2003）。类似地，Belk（1988）提出通过创造某个事物，被创造的事物变成自我的一

部分。Belk和Coon（1993）也说“创造是一种最为明确的方式来把创造物纳入延伸的自我”。因

此，本文认为卖方用户通过设计他们自己的网页，把网页作为延伸的自我来看待。由于网页是

平台网站的一部分，卖方用户会通过定制化网页将自我与平台相连。进一步，由于平台促进了

卖方用户通过设计自己的网页来表达自己的概念，因此这会加强卖方用户与平台企业的自我

概念连接。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平台企业的定制化水平会对卖方用户对平台企业的自我概念连接产生正向影响。

（五）绩效满意、关系满意、自我概念连接和平台品牌忠诚

根据品牌依恋理论，当品牌能够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时，用户认为品牌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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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会对品牌产生依恋。对品牌的依恋保证了与品牌关系的持续进行（Ahluwalia

等，2000；Price和Arnould，1999；Sheth和Parvatiyar，1995）。在电子平台市场中，卖方用户的绩效满

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显示了平台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的程度，进而能够导

致卖方用户对平台品牌的忠诚。具体而言，当卖方用户企业对平台有着较高的绩效满意时，平

台为卖方用户创造了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值，即用户企业感到能够有效地控制环境，接近和达成

既定目标，并且规避不想要的结果（张宏远等，2018）。因此平台较高的功能性表现有效地满足

了卖方用户的功能和绩效需求，卖方用户从而形成了对平台强有力的依恋，愿意继续与平台保

持合作关系，在平台上交易。当卖方用户企业对平台有着较高的关系满意时，卖方用户在平台

上有着愉悦的体验，平台企业令卖方用户感到满足。愉悦的交易体验会加强平台用户和平台的

连接，平台用户倾向于继续在平台上进行交易并保持长期的关系（Grisaffe和Nguyen，2011）。最

后，当卖方用户企业对平台企业有着较高的自我概念连接时，卖方用户会将自己理想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与平台企业形成象征性的连接（Markus和Nurius，1986）。平台企业在不同方面都反

映了平台用户的身份，例如他所属的群体，他所持的信念或价值观（Lydon等，2005；Shavitt和

Nelson，1999）。结果是，平台丰富了卖方用户自我，卖方用户愿意与平台用户建立长期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当卖方用户企业对平台企业具有较高的（a）绩效满意、（b）关系满意和（c）自我概念连

接时，卖方用户企业更愿意对平台保持较高的忠诚度。

（六）品牌转换成本的调节作用

品 牌 转 换 成 本 一 般 被 定 义 为 从 一 个 品 牌 转 换 到 另 一 个 品 牌 时 可 能 发 生 的 潜 在 成 本

（Heide和Weiss，1995；Jones等，2007）。它是卖方用户和平台品牌关系的经济属性。一般而言，当

卖方用户转换平台品牌时，既会承受一定的货币成本又会承受一定的非货币成本（例如，时间

和精力），而且还会承受转换平台造成的顾客流失等收益方面的损失。例如，当一个卖方用户

在入驻平台时，可能会投入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当关系终结时，他会损失这部分投资。而且长

期合作关系形成的交易流程和习惯也要跟着改变，这也是对卖方用户的损失（Jap和Ganesan，

2000）。因此，一般而言，平台的品牌转换成本会抑制卖方用户转换平台。另外，品牌依恋是卖方

用户和平台合作关系的情感属性，也会导致卖方用户的忠诚。研究显示，品牌依恋和品牌转换

成本在对品牌忠诚的影响上有交互作用（Lam等，2004）。然而研究者并不清楚在电商平台背景

下品牌转换成本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三种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用品牌依恋这一情感因素进行

解释）。在电商平台背景下，本文认为有效的平台治理机制会与品牌转换成本互为替代因素。

换言之，品牌转换成本会抑制三种治理机制的效果，原因如下：

一般企业会鼓励员工达到较高的顾客满意以减少他们短视的行为（Hauser等，1994）。然而，

一般只有当品牌转换成本很低时才会达到最大程度的顾客满意。当品牌转换成本很高的时候，

不管员工怎么努力，顾客的满意程度都不容易发生改变（Hauser等，1994）。因为品牌转换成本

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当品牌转换成本高的时候，顾客被迫继续购买产品，其他非强制性的因素

会较少产生作用。因此，同样地，当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较高时，控制、公平和定制化也可以减少

了对品牌依恋三维度的影响。此时，主要是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这一强制因素驱使卖方用户继续

合作，卖方用户较少受到其他非强制因素的影响。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5：某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越高，平台控制对卖方用户绩效满意的正向影响越小。

H6：某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越高，平台公平对卖方用户关系满意的正向影响越小。

H7：某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越高，平台定制化对卖方用户自我概念连接的正向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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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调查

本研究数据收集自中国的各大电商平台，包括淘宝、天猫、京东、微信和当当。尽管研究想

要探究的是具有普世性的电商平台管理措施，但从中国收集数据仍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理

由在于，中国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并且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电商平

台市场的情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整体电商平台市场的情况。另外，由于近几年来支付方式

的变革以及物流系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转向电商平台在线购买各种日常用品。淘

宝、天猫、京东、微信和当当是中国最为著名的电商平台，基本上能够代表中国整个电商平台

市场。因此，在这些平台上收集数据能够帮助本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平台治理机制，进而理

解适合全球范围的平台治理机制。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首先，研究者从两个调

研公司中获取的在电商平台上交易的企业名单

中随机选取了1 000个卖方用户，他们分别入驻

于淘宝、天猫、京东、微信和当当，涵盖食品、电

子、电脑设备和家电等行业。然后，由调研公司

将问卷寄给了这些公司的高级经理，同时附信

说明本调查的学术性质。问卷初始通过邮递发

出，后续由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跟进。最终，有

177家公司完成了问卷，达到了18%的回复率。有

关样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可见表1。然后，研究者

又对177家样本公司中35家（大约20%）的高管进

行 面 对 面 访 谈 ， 以 再 次 确 认 调 查 回 复 的 质 量 。

为 了 测 量 不 回 复 偏 差 ， 本 研 究 把 那 些 回 复

调查的公司的关键特征与那些不回复调查公司

的关键特征（如雇员数量、公司所有权和业务区

域）进行对比（Armstrong和Overton，1977），发现

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为了测量早 /晚回复偏

差，研究者还比较了被调查公司的管理人员职

位、雇员数量、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期限等关键变

量。发现在早回复和晚回复的被试间没有显著

差异，因此不存在早晚回复偏差。

（二）变量与测量

为 了 适 应 研 究 背 景 ， 本 研 究 根 据 访 谈 结 果

对各变量测项稍作调整，具体步骤如下：首先，

研究者与一部分调查企业的经理人员讨论量表

的测项，以确定测项的明确性和一致性；然后，

对20家公司进行预测试来检测量表与当前研究

的适合度。本研究从一个公司多个经理处同时收集数据，来交叉检验量表的得分。最后，根据

调查结果删除并修改一些测项以增加量表的清晰度，使测项符合本研究的背景。另外，研究项

表 1    卖方用户企业的基本情况统计（n=177）

样本特征 频数 百分比

平台

　淘宝 45 25.4

　天猫 21 11.9

　京东 35 19.8

　微信 40 22.6

　当当 36 20.3

行业

　食品 31 17.5

　电子 85 48.0

　电脑设备 43 24.3

　家电 18 10.2

地理位置

　中国东部 40 22.6

　中国南部 32 18.1

　中国北部 73 41.2

　中国西部 32 18.1

雇员数量

　<20个 21 11.9

　20~49个 35 19.8

　50~99个 34 19.2

　100~199个 53 29.9

　200~999个 26 14.7

　≥1 000个 8 4.5

关系长度

　<2年 15 8.5

　2~5年 70 39.5

　5~10年 82 46.3
　>10年 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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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员还会再次对量表中的问题进行检查和评估，以确定最终量表题项。所有变量量表采用李

克特7点量表（1=强烈反对，7=强烈赞成）进行测量，具体构念和其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表 2    量表

控制（Roth和Nigh，1992）

1.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是如何工作的有高度控制（0.572）

2.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工作流程有高度控制（0.632）

3.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工作质量有高度控制（0.819）

4.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交货时间有高度控制（0.825）

5.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高度控制（0.803）

6.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库存水平有高度控制（0.840）

7. 该平台企业对我们的订单执行有高度控制（0.811）

公平（Anderson和Weitz，1992）

1. 该平台在对待用户企业的公平性上享有声誉（0.944）

2. 该平台在关心他的用户企业上享有声誉（0.938）

3. 一些平台用户企业认为该平台仅仅关注他自己（R）*

定制化（Wong和Law，1999；Fryxell等，2004）

1. 该平台企业针对我们公司的情况制定专门的计划（0.855）

2. 我们对该平台给我们制定的专门的计划结果是满意的（0.897）

3. 该平台对我们公司的定制化计划是按照预定时间进行的（0.905）

4. 我们公司能够在该平台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观点 （0.813）

绩效满意（Tsai，2011；Jap和Anderson，2007）

1. 该平台能够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0.834）

2. 该平台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帮助（0.781）

3. 该平台为我们解决具体的问题（0.763）

4. 该平台的功能性绩效是令人满意的（0.761）

5. 该平台给我们带来较大的销售量（0.794）

6. 该平台给我们带来较大的销售利润（0.716）

7. 该平台为我们提供支持和销售服务（0.724）

8. 我们和该平台的联合是成功的（0.848）

关系满意（Tsai，2011；Kumar等，1992；Lee，2001）

1. 该平台很好的照顾了我们（0.803）

2. 该平台很关注我们的感受（0.814）

3. 该平台回应我们所关心的事情（0.723）

4. 我们对与该平台企业的合作非常满意（0.862）

5. 我们对与该平台企业的关系非常满意（0.849）

6.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这样的平台企业（0.840）

7. 我们希望我们与该平台企业的关系能够在未来继续保持（0.734）

自我概念连接（Tsai，2011）

1. 该平台反映了我们公司的理念（0.839）

2. 该平台与我们公司的运营方式是一致的（0.845）

3. 该平台能够为我们公司代言（0.777）

4. 我们公司认同该平台的形象（0.771）

平台品牌忠诚度（Heide和Miner，1992）

1. 我们预计将会和该平台企业的关系持续很久（0.812）
　　注：（1）每一个测项标准化的因素负载标注在其后的括号中。所有因素负载都是在p<0.001 水平上显著。（2） 所有测项
都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强烈反对”，7=“强烈赞成”。（3）标注*的测项由于较低的因素负载而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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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Roth和Nigh（1992）的量表来测量平台企业对卖方用户的控制程度。公平量表来

自Anderson和Weitz（1992） ， 描 述 了 卖 方 用 户 心 中 平 台 的 公 平 程 度 。 定 制 化 的 测 量 题 项 从

Wong和Law（1999）、Fryxell等（2002）处获得，描述了平台定制化项目的有效性。

为了测量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程度，本研究从Tsai（2011）、  Jap和Anderson（2007）的量表中

提取了8个测项，这些测项描述了卖方用户对平台功能性效用的满意程度。本文从Tsai（2011）、

Kumar等（1992）和Lee（2001）的量表里提取了7个测项来测量卖方用户的关系满意，反映了卖方

用户对平台所展现的关怀、注意和回馈等的满意程度。最后，从Tsai（2011）的量表中开发出4个

测项来测量卖方用户的自我概念连接程度，它们测量了卖方用户与平台品牌的象征性含义和

形象的认同程度。

为了测量平台品牌忠诚度，本研究用开发自Heide和Miner（1992）的量表，测量了卖方用户

愿意在未来继续留在平台上交易的意愿。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的测项来自Tsai（2011）、Wathne等

（2001）、Kumar等（1995）和Kumar等（1998），表明卖方用户从一个平台品牌转换到另一个平台品牌

所付出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大小。最后，本研究采用合作长度和企业规模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四、  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偏最小二乘法（PLS-SEM）来验证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本

研究采取偏最小二乘法而不是其他的结构方程方法（CB-SEM）来对模型进行预测，主要原因在

于，偏最小二乘法提供一种多对多线性回归建模的方法，特别当两组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个数很多，且都存在多重相关性，而样本量又较少时，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建立的模型具有传

统的结构方程方法所没有的优点（Gefen等，2000；Henseler等，2009）。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本文

采用SmartPLS软件来同时分析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Ringle等，2005）。本研究用Bootstrap法得到

的500个Bootstrap样本来检测模型中系数的显著程度（Efron和Tibshirani，1993）。接下来的两个部

分将分别介绍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

续表 2    量表

控制（Roth和Nigh，1992）

2. 和该平台企业关系周期性的更新事实上是自动发生的（0.747）

3. 我们和该平台企业的关系是长期联盟（0.835）

4. 我们和该平台企业的关系是持久的（0.860）

5. 我们在制定计划时不仅仅从自身的角度考虑，还关心如何让关系能够延续下去（0.788）

平台品牌转换成本（Tsai，2011；Wathne等，2001；Kumar等，1995，1998）

1. 从该平台转换到另外一个平台成本很高（0.775）

2. 在这个平台上的花费比在其他平台上的花费少（0.777）

3. 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该平台，会承担损失（0.623）

4. 与该平台的关系中止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很难被弥补（0.631）

5. 该平台为我们带来的销售和利润是不可取代的（0.743）

6. 与该平台关系中止所带来的损失会损害我们的名声（0.740）

控制变量：

合作长度. 卖方用户企业与平台企业合作关系年限的对数值

公司规模. 卖方用户企业雇员数量的对数值

　　注：（1）每一个测项标准化的因素负载标注在其后的括号中。所有因素负载都是在p<0.001 水平上显著。（2） 所有测项
都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强烈反对”，7=“强烈赞成”。（3）标注*的测项由于较低的因素负载而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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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3显示了量表的信度和其他相关指标。首先，信度的测量采用复合信度（CR）和平均变异

抽 取 量 （AVE） 。 表3显 示 ， 所 有 潜 变 量 的CR值 最 低 为0.863， 超 过 了0.7这 一 门 槛 值 （Hair等 ，

1998）。另外，所有的AVE值都超过了Fornell和Larcker（1981）提出的0.5的标准，表明量表的测量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其次，量表的聚合效度由Churchill（1979）和 Hulland（1999）提出的两个指标来衡量：（1）所有

因素负载应该是显著的并超过0.5；（2）每个潜变量的AVE应该超过0.5。为了保证量表的聚合效

度水平，本研究删掉了负载小于0.5的公平的一个测项。最终，所有测量题项的负载都超过了

0.5的临界值（见表3），所有的AVE值也都超过了0.5。结合两项测量指标，研究者认为本研究的

量表测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最后，本研究用较严格的方法来衡量各变量量表的区分效度（Fornell和Larcker，1981），即比

较AVE值的平方根和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前者要比后者大。本研究对每个变量的AVE值取

平方根，然后比较AVE值平方根和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发现任何一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

比该变量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大（见表3），表明各潜变量测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良

好。综上所述，数据结果显示本研究的量表具有好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二）结构模型和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的假设提出，控制、公平和定制化分别会加强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

概念连接（H1、H2和H3）。平台品牌转换成本抑制控制、公平和定制化对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

自我概念连接的正向作用（H5、H6和H7）。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正向影响平台

品牌忠诚（H4a-c）。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本文估计以下结构模型，模型包含控制（CO）、公平

（FR）、定制化（CU）、平台品牌转换成本（BC）、绩效满意（PS）、关系满意（RS）、自我概念连接

（SCC）、平台品牌忠诚（LO）和所有控制变量：
LO = f (PS ,RS ,S CC,controls)
PS = f (CO,BC,CO×BC)
RS = f (FR,BC,FR×BC)

S CC = f (CU,BC,CU ×BC)

PLS常 常 使 用R2
来 解 释 内 生 变 量 和 路 径 系 数 的 显 著 性 ， 进 而 检 验 结 构 模 型 的 预 测 效 果

（Chin，1998），R2
反映了内生潜变量能够被外生潜变量解释的程度。一般认为R2

至少要达到

表 3    信度与区分效度

潜变量 CR AVE 1 2 3 4 5 6 7 8 9

控制 0.906 0.584 （0.764）

公平 0.939 0.885 0.505 （0.941） 0

定制化 0.924 0.754 0.606 0.505 （0.868）

绩效满意 0.925 0.607 0.541 0.575 0.422 （0.779）

关系满意 0.928 0.648 0.590 0.657 0.542 0.753 （0.805）

自我概念连接 0.883 0.655 0.538 0.599 0.479 0.651 0.754 （0.809）

平台忠诚度 0.904 0.655 0.555 0.514 0.400 0.699 0.716 0.646 （0.809）

平台品牌转换成本 0.863 0.515 –0.210 0.250 0.005 0.524 0.415 0.355 0.427 （0.718）

合作长度 − − 0.043 –0.006 0.131 –0.171 –0.009 0.007 –0.032 –0.288 −

企业规模 − − 0.006 –0.064 0.039 0.255 0.117 0.051 0.133 0.243 0.002

　　注：括号里的值为AVE的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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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才能保证模型有足够的解释力。表4展示

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根据R2
值，绩效满意、关

系满意、自我概念连接以及平台品牌忠诚分

别被解释了47.9%、51.1%、44.1%和55.6%的变

异。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

如表5所示，控制对绩效满意有显著正向

影响（β=0.425，p<0.001），公平对关系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71，p<0.001），定制化对自我概

念连接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56，p<0.001），支持假设H1、H2、H3。控制和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的

交互作用为负向、不显著（β=–0.115，n.s）。假设H5没有得到证明。公平（β=–0.125，p<0.05）、定

制化（β=–0 .291，p<0.001）与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的交互作用都为显著、负向，因此，假设H6、

H7得到证明。最后，绩效满意（β=0.329，p<0.05）、关系满意（β=0.264，p<0.05）和自我概念连接

（β=0.232，p<0.01）与平台品牌忠诚的关系均为显著、正向，假设H4a-c得到证明。

五、  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结论和意义

认识到电商平台市场越来越普及和重要的地位，本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三种平台治理机制——

控制、公平和定制化对卖方用户忠诚的有效影响，来拓展学界对平台治理机制的研究。本研究

主要依据品牌依恋理论，解释了三种有效平台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研究显示，三种平台治理

机制的治理效果还会受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提出了三个能够帮助平台建立与卖方用户有紧密关系的有效的平台治理机制——

控制、公平和定制化，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者们在平台治理机制方面的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平

台企业作为交易的促进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治理机制主动、有效地与卖方平台建立起紧密的关

系。具体表现为，控制、公平和定制化能够提高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

接（H1-3），而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又可以导致较高的卖方用户忠诚（H4），因

此，本研究认为控制、公平和定制化是有效的平台治理机制，能够促使卖方用户与平台保持长

期合作的关系。

表 4    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

模型中的内生潜在变量 R2

绩效满意 47.9%

关系满意 51.1%

自我概念连接 44.1%

平台品牌忠诚度 55.6%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结构路径估计（Est.） 标准误（SE） T值（Est./SE）

控制→绩效满意 0.425 0.075 5.692***

公平→关系满意 0.571 0.058 9.803***

定制化→自我概念连接 0.456 0.066 6.864***

绩效满意→平台品牌忠诚度 0.329 0.130 2.523*

关系满意→平台品牌忠诚度 0.264 0.132 2.009*

自我概念连接→平台品牌忠诚度 0.232 0.087 2.654**

控制×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绩效满意 −0.115 0.066 1.762

公平×平台品牌转换成本→关系满意 −0.125 0.062 2.012*

定制化×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自我概念连接 −0.291 0.077 3.795***

合作长度→平台品牌忠诚度 0.047 0.061 0.769
企业规模→平台品牌忠诚度 0.006 0.081 0.071

　　注：*为 p<0.05，**为 p<0.01，***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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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种治理机制是通过提高卖方用户的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

我概念连接来提高卖方用户对平台的忠诚度。而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代表了卖

方用户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的程度，即品牌依恋的三个维度。因此，本文认为品牌

依恋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解释控制、公平和定制化这三种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丰富了品牌依恋

理论在企业间关系的应用。

最后，研究提出了三种平台治理机制有效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显示，当平台品牌转换成

本处于低水平时，公平、定制化的治理机制对关系满意、自我概念连接的影响较大；当平台品

牌 转 换 成 本 处 于 高 水 平 时 ， 公 平 、 定 制 化 的 治 理 机 制 对 关 系 满 意 、 自 我 概 念 连 接 的 影 响 较

小（H6和H7）。然而平台品牌转换成本对控制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H5），也就是不管平

台品牌转换成本是高还是低，平台控制都能够通过提高卖方用户绩效满意来提高其对平台的

忠诚度。然而，只有当平台品牌转换成本较低时，公平和定制化才能够通过增强关系满意和自

我概念连接来增强卖方用户忠诚。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电商平台企业恰当地实施治理机制、增进卖方用户的忠诚度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为电商平台企业管理平台上众多的卖方用户提供指导。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面对众多的

卖方用户，平台首先要实施严格的控制，例如严格审查从而确保卖方的各项资质、产品的真实

性、服务的质量以及配送的及时性等（Konsynski等，1989）。其次，平台要公平对待卖方用户。在

平台执行各项政策时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并按照规定对违规的店铺实施相应的惩罚、对

表现突出的优质店铺给予相应的奖赏等。最后，平台要根据卖方的多样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产

品或者服务。例如，通过提供设计工具箱，方便用户进行定制化的店铺网页设计，即使没有专

业的设计背景，也能够轻松开店。另外，还可以提供“微淘”、“买家秀”等服务，让卖家彰显出自

己的独特风格和特征。通过实施控制、公平和定制化的策略使得卖方用户能够达到较高水平的

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最终达到对平台的忠诚。

2. 对品牌依恋理论的应用能够加强平台企业对其与卖方用户关系互动和治理的认识。本

研究通过将品牌依恋理论应用到企业间关系治理，能够使平台企业更深刻地理解其对卖方用

户治理机制的内在机理，以及平台网络中卖方用户和电商平台关系互动的内涵，从而指导其作

出相应的治理安排。对品牌依恋三个维度的探究（绩效满意、关系满意和自我概念连接），能使

平台治理能够加强企业间心理因素的关注。卖方用户会因为平台控制、公平和定制化的策略而

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和丰富自我，即产生对平台品牌的依恋，进而影响其愿意继续留在平台上

进行交易。因此，平台的各项治理机制应该具有人格性，不能忽视各项治理措施对自我效能、

情绪和象征性目标的满足。也就是说，平台在对卖家用户进行管理时应该以关系为导向，将卖

方用户看成一个个的个体，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和营销，从而与卖方用户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3. 平台企业应该区分以关系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和以交易为导向的治理机制。根据平台品

牌转换成本这一调节变量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建议，在现实中，平台企业可以选择增加平台的

品牌转换成本，或者实施控制、公平和定制化的治理机制，使卖方用户愿意留在平台继续交

易，关键要看平台企业的战略导向是关系的还是交易的。另外，尽管很多平台通过不断增加保

证金或其他经济投入来留住卖方用户，但是这种强硬的增加平台品牌转换成本的手段在应用

时需要适可而止，因为如果使用不恰当，有可能会损害平台和卖方用户之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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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本研究有几项不足和缺陷，能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首

先，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这一个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环境适合于本文的研究，但未来研究

可以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反复调查研究，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其次，尽管本研究

在调查中尽量避免了各种误差，但还是可以在研究中使用更多的数据收集和调研方法，例如用

纵向研究法、行为实验法来补充和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例如，本研究显示，平台可以使用三

种治理机制——控制、公平和定制化，来促使卖方用户更加忠诚。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

究法客观地测量卖方用户在治理机制实施后的行为反应，从而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最后，本

文主要研究的是平台企业对卖方用户的治理机制，因为本文认为平台对卖方用户的治理是平

台治理的基础，只有提高卖方用户的忠诚度，才能够吸引更多优质的买方用户。但是，未来的

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平台对买方用户的治理机制，从而使得平台治理的研究更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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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rce Platform’s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Seller Users: From the View of the Brand

Attachment Theory

Chen Ying
( 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

Summary: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more and more

companies have started to exchange goods and services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Under this

new business model，the main challenge for e-commerce platform firms is how to govern user

firms，especially how to improve seller user firms’ loyalty. Therefore，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traditional  channel  governance  mechanism，this  study explores  three  platform governances

（control，fairness  and customization） by which one can increase  seller  user  firms’ loyalty.

Relationship marketing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the strong br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and a

platform firm is the main reason for users to be loyal to the firm. Prior research has utilized the

brand attachment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e the factors that can lead to a strong brand

relationship. By following this direction，this study will also use the brand attachment theory to

explicate the platform’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ir roles in obtaining seller user firms’

loyal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three platform governances can promote higher seller user

firms’ loyalty，by increasing their brand attachment to the 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brand attachment theory，a user can build strong attachment to a brand if

the brand can fulfill his/her goals of self-enablement，self-gratification，and self-enrich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market，firstly，platform control strategy encourages seller

user firms’ sense of self-efficacy and enables them to attain desired performance results. In other

words，platform firms’ control mechanism promotes seller user firms’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Secondly，platform fairness strategy provides seller user firms emotional pleasures and trust towards

the platform. That is，platform firms’ fairness mechanism promotes seller user firm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irdly，platforms customization strategy makes seller user firms identify with the

concept  or  image  of  the  platform.  Specifically，platform firms’  customization  mechanism

promotes seller user firms’ self-concept connection. Therefore，this study posits that control，

fairness，and customization will  increase  seller  user  firms’ loyalty  through promoting their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and self-concept connection with the platform，

respectively.

　　Moreover，the relationship marketing literature also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brand

switching costs in corporates’ user retention programs. Strong brand attachment will cause true

loyalty，while high brand switching costs  will  lead to spurious loyalty.  Therefore，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witching costs on the three platform governances. We suggest

that high brand-switching costs buff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three governance mechanisms.

Specifically，control，fairness，and customization will be less effective in building brand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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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latform when user firms are forced to stay i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by higher brand

switching costs. Finally，by collecting data from 177 seller user firms registered and transacting in

key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to test the model，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research model and most hypotheses are verified.
Key words: platform governance;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elf-

concept connection; platform brand switching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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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able goods and those producing non-tradable goods. Since the demand for non-tradable goods

mainly depends on the local market and the demand for tradable goods depends on the national

or even global market, the demand effect expects that the rising housing price will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non-tradable  goods  than  on  that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tradable goods. But the collateral effect has no such difference.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sing housing price increases the employment both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tradable  goods  and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non-tradable  good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employment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non-tradable good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enterprises

producing tradable goods. Therefore, both the demand effect and the collateral effect exist.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housing price affects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and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housing price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related policies in China.
Key words: housing price; tradability of productivity; industrial enterpris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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